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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中国史, 需要联系世界史; 同样, 正确理解地球 

的演变, 也需要了解地球以外的背景, 这可以比喻为“天”与 

“地”的科学结合. 不过汉语里“天”的含义太广, 这里专指空 

间、天文科学与地球科学的结合, 也就是地球系统演变的外 

部驱动力 [1]. 通常所说的地球历史, 指的是地球表层的演变, 
其中的重大事件往往都有外力驱动的因素.  

本文从小行星带的演变, 星体撞击与地球系统, 太阳系 

内外的行星比较, 以及生命产生是宇宙演化新时期等四大主 

题展开, 最后对“天地结合”的途径提出建议.  

1 祸从天降: 地球表层的星体撞击 

地球表层系统接受地外的影响, 包括物质与能量两方面. 
能量指星体引力、辐射能和磁场能量等, 物质指降落地球的 

天体和尘埃. 自从人类登月证明了月球的撞击成因以来, 地 

球历史上的星体撞击已经家喻户晓, 而其中产生后果最为严 

重、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 莫过于白垩纪末导致恐龙灭绝的 

撞击事件.  

1.1 小行星引发生物圈大改组 

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 地球上发生了灾难性的生 

物灭绝事件: 世界上76%的物种突然灭绝 [2], 陆地的恐龙, 海 

洋的菊石、箭石等全军覆没. 谁是“凶手”? 近40多年来把目 

光聚焦在地外星体撞击上. Alvarez父子在意大利白垩纪末的 

深水灰岩露头上发现了铱(Ir)异常, 铱在陨石里富集, 在地壳 

里极为罕见, 由此推测是一颗小行星撞击地面, 造成了这场 

灭顶之灭 [3]. 接着, Ir异常不仅在南大西洋得到了大洋钻探的 

证实 [4], 在北大西洋也发现了撞击产生的微球粒层 [5]. 进一步 

的发展是在墨西哥: 尤卡坦半岛发现了大约180 km直径的希 

克苏鲁伯(Chicxulub)撞击坑, 其中半个已经成为海洋. 再通过 

大洋钻探核实年龄, 发现当时基岩的撞击熔融和冲击变质都 

可以和月球的陨石坑相比 [6], 从而确证了灭绝事件的撞击 

成因.  
然而也有争论. 有人指出恐龙不是突然灭绝的, 灭绝之 

前已经在逐渐减少 [7]. 也恰好在灭绝事件前后, 印度西部有 

巨量的玄武岩溢出形成德干高原, 面积50万km 2, 玄武岩总量 

超过100万km 3. 溢出时带来的HCl和SO 2都有剧毒, 因此火山 

活动早已恶化了生态系统, 推想撞击事件只是压断骆驼背脊 

骨的最后一根稻草 [8].  
可是最近对北美化石的全面统计, 表明这种数量上的减 

少只不过是地层保存和采样偏差造成的表面印象, 恐龙的灭 

绝确实是突然事件 [9]. 再说德干高原的玄武岩先后经历过30 
次喷发, 在撞击事件前后延续长达百万年, 时间上的分散性 

与灭绝的化石记录不符, 因此只能是撞击事件激发灭绝 [10].  
如此规模的火山作用当然产生环境影响, 但是大灭绝的 

原因还在于地外天体的撞击. 科学家用海洋沉积的汞含量作 

为德干高原玄武岩喷发的标志物, 发现正是在撞击事件时, 
玄武岩喷发的通量突然增加到每年10 km3以上 [11](图1), 证明 

火山喷发的强度与撞击事件相关.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撞击引 

发全球范围的地震, 使得上层200 km地幔变得脆弱, 突然加 

剧了地幔柱的岩浆输出, 从而大幅度增加玄武岩的喷发速 

率 [12], 从而证明了地外事件与地内事件的相关性.  
有趣的是生物大灭绝之后的恢复速度出乎意料. 以有孔 

虫和超微化石为代表的海洋生物群, 仅用了3万年就恢复了 

高生产力 [2]; 陆地动物群虽然恐龙灭绝, 但是陆生哺乳类多 

样性在事件之后10万年就已经恢复, 30万年后哺乳类最大体 

积增为3倍 [13]. 同时, 热带雨林和新鸟类也都是在大灭绝之后 

发展起来 [14,15]. 可见从生物圈演化的宏观角度看, 白垩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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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灭绝既是一场灾难, 又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良机, 撞击事 

件为新兴门类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1.2 地球表面的外来物质 

跟着来的问题是: 撞击的天体从哪里来? 可能有人认为 

这种亿万年一遇的偶然事件, 犯不着“杞人忧天”去追问来源. 
其实此言差矣, 地外天体袭击是地球表面的“家常”现象, 是构 

成地球系统演变外部因素的重要环节, 只是越大的撞击频率 

越低而已.  
地外物质从空而降在地球上不断发生, 对于这些地外物 

质, 我们按其大小给予不同的名称: 微米级(μm)的叫宇宙尘, 
每天降落地球表面数百吨, 是地外物质的主体; 天体进入大 

气发亮的叫作火流星, 绝大部分只有毫米级(mm)的沙粒大 

小; 只有较大的才能穿越上层大气到达下层, 其中未在大气 

层耗尽的才会坠落地面, 称为陨石.  
据估算, 地球上每年接受单个重量>50 g的陨石超过16 

吨 [16], 而每年沉降的地外尘埃可能有40000吨之多 [17], 两者之 

间相差三个数量级. 但是这些数字并不准确, 比如每天进入 

大气宇宙尘的估计值, 从5吨到300吨都有, 本身相差60倍之 

多 [18].  原因是很难监测, 不但尘埃很难察觉, 陨石被发现的 

几率也极低. 能够留在地面, 用作陨石统计的, 主要依赖于南 

极, 冰面上的陨石极易识别; 此外还有北非沙漠. 如果再考虑 

到板块运动和剥蚀风化的因素, 陨石要进入地质记录更是难 

上加难. 但是这些我们以为“罕见”“偶然”的地外物质撞击, 

当代就在发生; 至于能引起人类注意并载入史册的撞击事件, 
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1908年6月30日, 西伯利亚上空一个火球划过天际, 接着 

的爆炸声震惊数千公里, 只见地面一片焦土, 毁掉了2000 km2 

的针叶林, 这就是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 奇怪的是找不到任 

何陨石的踪迹, 于是对这场撞击产生了各种猜想 [19], 甚至怀 

疑有外星人来袭. 通古斯大爆炸成了20世纪之谜, 将近90年 

以后方才出现谜底: 1994年观察到舒梅克-列维9号(Shoe
maker-Levy 9) 彗星进入木星大气层里爆炸后形成羽状柱, 
这次“彗木相撞”事件, 正好为地球上的通古斯之谜提供了答 

案 [20]. 原来撞击不一定需要固体的地面, 只要进入大气层就 

可以爆炸, 这项新发现刷新了原来对星体撞击的理解 [21].  
所以当十余年前再次发生类似的天体坠落事件时, 学界 

便能迅速给出解释. 2013年2月15日俄罗斯西南的车里雅宾 

斯克州上空爆炸, 产生大量碎片, 形成了陨石雨, 造成1200多 

人受伤. 事后分析, 这是一颗19 m大、30~40吨重的小行星撞 

击, 在97 km高空出现火球, 降到地面以上27 km才最后爆 

炸 [22,23]. 其实近年来我国也有类似事件, 如2017年云南香格 

里拉陨击事件, 以及2020年青海玉树的火流星事件.  

1.3 外来物溯源——小行星带 

再回过来讲6600万年前的撞击事件, 那颗小行星从何 

而来?  
原来太阳系98.5%的小行星集中在固态的内行星和气态 

图 1 6600万年前撞击事件与玄武岩喷发的比较. (a) 深海记录中底栖有孔虫碳稳定同位素(δ 13C, ‰)和沉积物粗颗粒比例, 都显示撞击事件的 

突变; (b) 德干高原玄武岩喷发量在撞击事件时突然增加 [11] 

Figure 1 Correlation of the impact event 66 Myr ago with basalt eruptions. (a) Carbon isotope record (δ 13C, ‰) of benthic foraminifers and coarse 
fraction of deep-sea sediments, both indicative of the impact event; (b) abrupt increase of Deccan traps eruption rate at the impact even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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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行星之间, 叫做小行星带(图2), 其中仅是>1 km的小行星 

就有100多万, 小的更是数不胜数, 而已经获得命名的大约 

25000颗. 但是小行星带远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只有少量进入 

到地球轨道附近的小行星才有可能与地球相撞, 被称为近地 

小行星, 其中>1 km的只有874颗, 小的就多了, 5 m大的小行 

星平均每2年就会撞地球一次 [24]. 目前近地小行星已发现 

40000颗, 最近关心的是40~90 m大的小行星2024YR4, 有可 

能在2032年圣诞节前夕撞击地球, 幸好撞击的概率不大, 预 

计只有1%~3% [25], 警报业已解除. 
撞击是天体演化的基本过程, 当年地球就是靠星子、星 

胚撞击产生的. 如今撞击频繁而剧烈的时期早已过去, 小行 

星带成了太阳系里最为活跃的部分. 论成分, 小行星主要是 

太阳系演变早期星云凝聚的残留物; 论大小, 最大的小行星 

不过500 km, 更大的谷神星(945 km)就算做“矮行星”, 全部小 

行星加起来的总质量还没有月球大, 但却是当代太阳系里发 

生撞击机会最多的“祸根”.  
撞击的另一类天体就是彗星. 彗星主要来自海王星以外 

的柯伊伯带(Kuiper Belt)(图2), 由冰、尘埃和其他化合物组 

成. 当彗星靠近太阳时, 表面物质会蒸发, 形成具有长尾的明 

亮天体, 其中包含大量的尘埃 [18].  
小行星带高密度的天体分布使得彼此间的碰撞频繁, 半 

径为10 km的天体, 平均每100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碰撞, 碰撞 

产生的碎片构成了成分和轨道相似的“家族”. 已经知道, 小行 

星主带大约有三分之一属于不同家族的成员, 129个家族分 

属20~30个有共同起源的集团 [26]. 和地球一样, 小行星带也有 

自己的演化历史, 每次小行星之间的碰撞，尤其是小行星家 

族的形成, 增添的不仅是小行星的数量, 还会产生巨量尘埃, 
影响包括地球在内的内太阳系环境.  

据推断6600万年前的撞击事件的源头, 是巴普提斯蒂娜 

族(Baptistina family)小行星母体的灾难性破裂. 通常以为过 

去30亿年来地球和月球的天体撞击频率基本稳定, 但是有证 

据表明千米等级的天体撞击, 在近1亿年来频率增加了1倍. 
据推断, 这是大约1.6亿年前, 一颗直径170 km的碳质小行星 

Baptistina在小行星内带破裂, 撞击太阳系的内行星, 导致恐 

龙灭绝的撞击天体有90%的可能由此而来 [27]. 这项假说引起 

了争论, 因为证据还不够充足, 但是客观上开创了连接小行 

星带与地球演化的先河, 在学术上具有历史意义.  
比撞击更加普遍的是尘埃. 在内太阳系, 存在着环绕太 

阳的尘埃圆环, 行星绕太阳公转时会拖拽着这些星际尘埃一 

道运行, 无论地球、水星、金星轨道上都有这种尘埃圆环, 
来源就是小行星带 [28]. 这些都是近期小行星家族诞生时的副 

产品, 尤其是830万年前产生的Veritas家族, 和580万年前Kar
in家族形成时产生的尘粒, 每年为地球提供15000~20000吨的 

尘埃颗粒, 直接影响着地球的环境 [29]. 由于尘埃里含有可被 

生物利用的Fe和其他成分, 能够为海洋生物的勃发提供条 

件 [30].  

宇宙尘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彗星. 彗星在绕太阳轨道运行 

时会留下碎片, 一旦进入地球大气层就可以形成流星雨. 无 

论源自小行星还是彗星的宇宙尘, 进入大气层后发生部分熔 

融和部分蒸发, 剩余的部分达到地球表面, 都足以影响地球 

的气候环境 [31](图3).  

2 地质记录: 地球演变的地外驱动 
将地球系统的演变和太阳系的演变相联系, 实现“天地结 

合”将有助于解答地球科学中的未解之谜. 但是难度极大, 不 

但因为材料零星, 更因为两者的研究方法和时空尺度相差悬 

殊, 估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从地球科学来看, 可供 

研究的地外过程有地形、沉积与地球化学等方面的记录.  

2.1 星体撞击的地形记录 

地外星体的地形记录就是撞击坑. 撞击坑在太阳系内行 

星区十分普遍, 仅月球上发现的撞击坑就将近12万个 [32]. 倒 

是地球的表面不断更新, 占面积2/3的大洋地壳平均年龄还不 

到6000万年, 频繁的地层更新难以留下撞击记录. 即便如此, 
最近的统计地球上已经发现的陨石坑有200个左右, 较多是 

在沉积岩发育区, 其中一部分已经遭受埋葬或者剥蚀 [33]. 太 

阳系形成的早期, 行星系统极不稳定, 撞击的规模和频率远 

高于现代, 可惜在地球上极少有记录保存.  
原先以为地球上没有早于25亿年的陨石撞击, 以为最老 

的就是澳洲西部元古代早期的Yarrabubba陨石坑 ,  直径 

~70 km, 测年约2229±5 Ma [34]. 但同在澳洲西部古老克拉通 

上还有个岩体,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由地幔柱的岩浆作用造成, 
最近的研究经过和月球对比, 发现这原来是34.7亿年前太古 

代早期的巨大撞击坑 [35], 这才是地球上撞击事件最早的记 

录. 在已知的200个陨石坑里, 188个是属于能产生冲击变质 

作用的超高速撞击坑, 发现的地点主要在南非、北美、澳洲 

图 2 小行星带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示意图. 艺术构想, 天体大小与距 

离未按实际比例绘制 
Figure 2 Location diagram of the asteroid belt in the Solar System. 
Artistic presentation. Sizes and distances are not in scale  

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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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的古老克拉通上, 而不是在地质作用活跃的地区 [36].  
地球上最大的陨石坑, 是南非的Vredefort、加拿大的 

Sudbury和墨西哥的希克苏鲁伯, 陨石坑的直径超过200 km 
(表1) [37]. 前两个都是元古宙的撞击坑, 几万米的上层地壳剥 

蚀消失, 当时的撞击面已经无从追溯. 保存最好、研究最多 

的, 就是前述白垩纪末、造成了恐龙大灭绝的希克苏鲁伯陨 

石坑(见1.1节).  
如前所述,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是横跨尤卡坦半岛海陆两 

侧的圆形构造, 推断在距今6600万年前, 由一颗估计有25 km 
大的小行星以45°~60°的高角度撞击而成 [38]. 根据月球和内 

行星的观测, 凡是大型陨石坑的地形上都有多环的特征, 最 

清楚的例子来自月球, 如著名的薛定谔(Schrödinger)陨石 

坑 [39], 其中最关键的是峰环(peak ring), 是揭示撞击坑撞击过 

程地质记录的所在. 当小行星砸到地面, 冲击的高温高压使 

得地壳熔融, 在坑的中央升起熔岩的高峰, 但是在几分钟后 

便垮塌, 形成几百米高、几十公里宽的峰环 [40]. 形成峰环的 

具体过程, 已经为大洋钻探的钻井证实 [6]. 地球陨石坑和月球 

陨石坑构造的直接对比, 是“天地结合”的成功实例.  
另一个与地外做比较的是德国的礼思(Ries)陨石坑. 该陨 

石坑是26 km宽的洼地, 形成于中新世1460万年前的撞击事 

件, 年龄新、地点好, 研究也就格外详细, 尤其是撞击产生的 

岩石变化, 都有详细的分析和模拟 [41]. 其中因冲击造成的震 

积岩(seismite), 与火星探测器揭示的Gale撞击坑属于同样的 

地层构造 [42], 又一次展示了内行星撞击作用的共性.  

2.2 星体撞击的沉积记录 

地外物质的沉积记录有两类: 一类是撞击作用的产物, 
一类是携带而来的地外成分. 撞击体本身的陨石并不多, 产 

生的撞击砾石和震积岩也主要在当地分布, 影响的范围有限, 
影响大的是玻璃陨石(tektite). 玻璃陨石的译名容易误导, 因 

为这不是陨石, 而是撞击玻璃, 被撞击的岩石在撞击星体高 

速冲击下熔融形成. 大的留在附近, 小的可以溅飞远处, 而细 

小的微玻陨石(microtektite)可以随着气流向全球散布. 当然, 
火山的岩浆活动也会熔融产生玻璃, 但是玻璃陨石具有含水 

量极少(ppm级)和Fe 2+/Fe 3+比值高等特点, 容易和火山玻璃相 

区分 [43].  
关于玻璃陨石, 有中文文献[44]的综述可供参考. 现在世 

界上早已确定的有四大微玻陨石散落区(图4 [45]), 包括北美、 

中欧、西非和亚澳区, 都属于晚新生代, 其中北美区最老, 属 

于始新世末约3500万年前撞击事件的产物, 撞击坑在美国东 

岸的Chesapeake湾 [46]. 其次是中欧区, 微玻璃陨石形成于中 

新世1460万年前, 撞击坑在德国南部的礼思(Ries)洼地 [47]. 西 

非区或称象牙海岸区, 微玻陨石定年为更新世110万年前, 对 

应的撞击坑较小, 只有10 km [48]. 我们所说微玻璃陨石区当然 

也有玻璃陨石产出, 但是微玻陨石的分布更加广泛.  
年龄最新、范围最大的微玻璃陨石散落区是亚澳区, 至 

今已经在75个地点发现, 从西太平洋到东南亚经澳大利亚延 

伸到印度洋, 占地球面积的10% [49], 可能在中美洲也有分布 

(图4). 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 ,  东南亚称之为“芒农 

(Muong Nong)玻璃陨石”, 在海南岛自古以来称作“雷公墨”. 
这是距今79万年的产物, 一般埋藏不深, 黑色的玻璃陨石在 

雷雨之后容易从地层中冲刷剥落出来, 因而有雷公墨之称. 
长期以来, 亚澳区的微玻璃陨石从何而来一直是个谜, 估计 

应该在东南亚一带 [45]. 近来在老挝南部的火山岩区发现有一 

个撞击坑埋葬在玄武岩下, 推测可能是亚澳区玻璃陨石的源 

头 [50]. 可惜撞击坑只有15 km大小, 能不能产生出如此大的散 

落区, 仍然是个科学之谜.  
撞击事件细颗粒的沉积记录当然不只是这四大散落区. 

宇宙尘埃的最早发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挑战者号”考察船的 

环球航行(1873~1876), 首次发现了深海沉积中有宇宙尘, 指 

的就是不到毫米级的黑色与褐色球粒 [51]. 10多年前, 数值模 

拟表明球粒是在撞击产生的蒸汽羽流(vapor plume)中形成, 
如果10 km大的撞击体以~21 km s–1的速度撞来, 就能产生出 

~250 μm大小的球粒, 这正符合白垩纪末撞击事件的记录 [52]. 
以此标准来看地质记录, 就会发现35亿年以前的太古代地层 

里, 球粒层分布比此后多得多 [53]. 一个实例是早太古代南非 

发现的三个球粒层, 年龄都在32亿多年, 不但Ir和Cr含量高, 

图 3 宇宙尘的源头. (a) 太阳系里尘粒的源头; (b) 进入大气圈, 然后 

降落地面 [31] 

Figure 3 Cosmic dust. (a) Dust sources in the Solar system; (b) its 
atmospheric entry and accumulation on Earth [31]  

表 1 地球上三个最大的陨石坑 [37] 

Table 1 The three largest impact structures on Earth [37] 

陨石坑 地质年代 年龄(Ma) 直径(km) 

Vredefort, 南非 早元古代 约2023 约250~300 

Subdury, 加拿大 早元古代 约1850 约250~300 

Chicxulub, 墨西哥 中生代末 约66 约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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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铬同位素 53Cr/ 52Cr和 54Cr/ 52Cr也都显示出地外来源, 撞击 

事件的规模绝不下于白垩纪末. 三层年龄相隔不过两千万年, 
推测32亿年前的撞击通量至少超过现代一个数量级 [54].  

这样就说到了撞击事件的地球化学标志. 在各种标志中, 
地球化学是最为普遍、也最为常用的. 分析细粒沉积物和冰 

芯中的标志元素和同位素, 就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其中的地外 

物质. 困难在于地外物通量太低, 通常被大量的陆源沉积稀 

释而难以检测, 即便在远离大陆的太平洋, 陆源降尘的通量 

(100 mg/(m2 a))也比地外物质高出1500倍 [17].  
元素表中最有用的标志是铂族元素(PGE), 其中尤以铱 

(Ir)和锇(Os)用得最广, 因为地外和地内的丰度相差太大: 球 

粒陨石中Ir和Os浓度高达400~800 ppb, 而大陆地壳中只有 

0.02~0.03 ppb [55]. 地外物质研究中同位素的作用也极其重要, 
比如地外来源的锇同位素 187Os/ 188Os就要比地球物质低得多. 
但是最广泛采用的还是氦(He)同位素, 因为地球大气里的氦 

是 4He, 宇宙里 3He的含量比地球上高出4个数量. 与Ir、Os不 

同的是He同位素适用于更细的颗粒, 是宇宙尘通量的良好指 

标 [56].  

2.3 撞击作用与地球环境演变 

地外事件影响地球环境的方式, 至今理解不够. 前述白 

垩纪末的恐龙灭绝, 既有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撞击事件, 又 

有德干高原大的火山喷发(见1.1节). 现在看来地球表面许多 

重大转折, 极为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 “天”文背景和“地”球 

过程相互结合的产物, 比如地球的气候转型, 如何从暖室期 

进入冰室期, 地面出现大冰盖, 就有不容忽视的天文背景.  
在前人归纳总结基础上 [36], 可以将地外事件最为确凿的 

地质记录列表作图展示如下(表2, 图5). 本文无意对这10多个 

事件逐一介绍, 只选其中的中奥陶世和晚始新世两例进行讨 

论, 作为地球从暖室期转入冰室期受地外驱动的证据.  
4亿6~7千万年前的中奥陶世, 是地球系统的多事之秋. 

气候上进入冰室期, 形成了显生宙5亿多年来首次的大冰盖; 
生物圈出现了大辐射, 不仅生物多样性的增加是寒武纪大爆 

发的3倍多, 而且大幅度拓展了海洋生态环境, 出现了多层次 

的海底动物群 [73,74]. 意外的发现出在瑞典: 中奥陶世的冰期 

和大辐射, 居然都和地外撞击相关.  
瑞典南部一个采石场的直角灰岩形成于4.66亿年前的奥 

陶纪, 30年前在灰岩中发现了陨石化石 [62], 到2019年已经发 

现至少130块陨石化石, 根据高含量的铱、金、铬元素、铬 

铁矿颗粒和陨石球粒(chondrule), 证明是L群球粒陨石, 从灰 

岩沉积速率计算, 当时的陨石通量比现在至少高出25倍. 值 

得注意的陨石层与海平面变化的关系: 陨石层以下的沉积序 

列显示出海进的特点, 而陨石层以上转为海退, 这种转折标 

图 4 世界四大微玻陨石分布区 [45] 

Figure 4 The worldwide distribution of the four main tektite strewn 
fields [45]  

表 2 地质记录中的重大撞击事件 a) 

Table 2 The major impact events in geological records  

年代 时间(Ma) 地点 地质证据 参考文献 

1 

古元古代 

2229 西澳Yarrabubba 撞击构造 [34] 

2 2020 
南非Verdefort 最大撞击坑 [57] 

俄国Korelia、格陵兰Ketilidian 撞击球粒 [58,59] 
3 1850 加拿大Sudbury 撞击构造 [60] 

4 新元古代 580 南澳Acraman 撞击构造 [61] 
5 中奥陶世 468.4 北欧波罗的海地盾 陨石碎片 [62,63] 
6 晚三叠世 214 欧美 撞击构造 [64] 
7 侏罗纪末 145 巴伦支海Mjølnir、南非Morokweng 撞击构造 [65,66] 
8 白垩纪末 66 墨西哥Chicxulub 撞击构造 [67] 
9 古新世末 56 北大西洋 微玻陨石 [68] 

10 晚始新世 35.5 西伯利亚Popigai、美国ChesapeakeBay 撞击构造 [69,70] 
11 晚上新世 2.5 南大洋Eltanin湾等 陨石碎片 [71] 

12 更新世 
~1 哈萨克斯坦Zhamanshin 陨石坑与碎片 [72] 
0.7 亚澳地区 微玻陨石 [49] 

a) 地点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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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冰盖生长使得海面下降(图6). 由此推断, 正是陨石撞击 

事件引发了中奥陶世的冰室期 [63].  
对瑞典剖面的灰岩进行碳同位素分析, 再通过数值模型 

模拟海水的含氧量, 发现其变化趋势和生物多样性(属数)相 

一致. 可见奥陶纪大幅射, 可以用水温下降导致含氧量增加 

来解释 [75]. 这样, 就把小行星撞击与中奥陶世大冰期的开始 

和生物大幅射相互连接了起来.  
中奥陶世的L球粒陨石从哪里来? 天文界认为是小行星 

带Massalia家族的成员. 如前所述, 小行星带在演化过程中星 

体裂解产生家族, 这个Massalia家族大概是30亿年以来最大 

的裂解事件, 一颗直径150 km的L型球粒陨石母体崩裂, 产生 

巨量的陨石和尘埃, 于4.7亿年前后冲击地球, 直到今天由其 

产生的陨石还占陨石总量的20%. 瑞典发现的陨石是重要的 

标记和证据,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尘埃, 因为尘埃蔽日减少了 

太阳辐射量可以导致冰期, 尘埃的还原Fe等元素所提供的营 

养, 可以引发海洋生物的大辐射 [76].  
再来看新生代大冰盖的出现, 很可能也有天文事件的背 

景. 南极冰盖形成于始新世/渐新世之交的3400万年前, 对其 

形成机制早在半世纪前就提出假说, 认为塔斯马尼亚海峡开 

通、环南极洋流形成, 引发了渐新世南极冰盖的产生 [77], 不 

过后来的发展不顺, 这项假说不但被大洋钻探的深海记录所 

否定 [78,79], 而且淹没在一系列地外撞击记录的新发现里.  
先是在加勒比海3400万年前的深海地层中发现了铱异 

常 [80,81], 接着又在西伯利亚和北美陆架发现直径近百公里的 

巨大撞击坑, 年龄都在3570万年前的始新世晚期(见表2和图5 
的“10”). 北美陆架陨石坑的年龄和性质已经被大洋钻探所证 

实 [70], 各大洋也先后发现了微陨石和撞击球粒 [82]. 各种证据 

表明, 始新世/渐新世交界的地外撞击, 正是南极冰盖形成的 

前奏. 那么是什么机制造成了全球降温和冰盖形成? 看来还 

是宇宙尘埃.  
前面说过, 深海沉积的地球化学指标可以反映宇宙尘埃 

的密度(见2.2节). 果然, 晚始新世3780~3390万年前出现了 

富 3He行星际尘埃的高通量 [83]. 有人提出, 当时的尘埃富集可 

以在行星的赤道上方形成像土星那样的环, 尘埃环遮蔽阳光 

便足以造成冰期 [84,85]. 其实针对中奥陶世冰期的成因, 也有 

人提出过赤道外形成尘埃环的假说 [86]. 内太阳系的尘埃环浓 

度是在变化的, 小行星母体破裂形成家族, 不仅会促进地球 

上的撞击事件和陨石降落, 宇宙尘浓度的增加更能造成环境 

的转变. 尽管所有这些假说还都在探索阶段, 也都有不同意 

图 5 地质记录中重大撞击事件的地点(见表2; 据文献[36]改制) 
Figure 5 Location map of the major impact events in geological records (see Table 2; modified from Ref. [36])  

图 6 中奥陶世陨石事件与地球环境事件的关系. 图示瑞典南部奥 

陶纪灰岩中的陨石层和冰期开始导致的海面下降相一致 [63] 

Figure 6 The mid-Ordovician meteorite event and its relate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figure shows the mid-Ordovician limestone 
section in Southern Sweden where the meteorite horizon corresponds to 
the onset of a glacial sea level fall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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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争论, 却为地球系统演变的机制研究开拓了视野.  

2.4 撞击作用与地球深部过程 

在讨论白垩纪末大灭绝时已经说过, 撞击事件可以加剧 

玄武岩高原的岩浆活动(见1.1节), 足见地外过程不但能改变 

表层环境, 还能影响到地球深部. 这种现象在地球历史的早 

期更为显著, 因为早期太阳系的星体撞击更加频繁, 规模也 

更大. 比如说地幔底部地震波的两个大型低速区(LLVP)(见 

文献[1]的图7), 可能就是撞出月球的星体忒伊亚(Theia)的残 

骸 [87].  
根据月球、金星、火星与地球上撞击坑的年龄推断, 太 

阳系形成5亿年之后, 内太阳系曾经出现过超大规模的频繁 

撞击, 距今30多亿年这段“天下大乱”的时间, 被称作“晚期大 

轰炸”期. 地球上从37亿到25亿年前至少形成了15个撞击盆 

地 [88], 不难想象, 当时地球内部结构也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巨 

变, 其中就包括大陆地壳的核心——克拉通.  
大陆地壳的成因, 至今是板块学说的软肋. 洋底扩张成 

功地解释了大洋板块的产生与增长, 但是以克拉通为核心的 

大陆板块如何形成, 至今还在争论. 关键在于年龄和成分的 

矛盾: 陆壳平均年龄22亿年, 说明古老; 但是其岩浆的酸性成 

分(SiO 2约60%)却要求有表层物质掺入, 这就要求有板块俯 

冲, 似乎与地质记录不合, 因为地球早期并没有板块运动. 于 

是克拉通成因至今是地质学的未解之谜 [89].  
大陆壳的成分与安山岩一类的中性岩浆相当, 不可能从 

地幔物质直接产生, 需要有地球表面和地球内部的物质共同 

组成. 因此, 星体碰撞为克拉通成因提供了另辟蹊径的新思 

路. 根据澳大利亚西部克拉通岩浆岩锆石的氧同位素分析, 
提出了巨型小行星撞击地球形成克拉通的新假说 [90]. 巨型的 

小行星撞击使得原始地壳熔融(图7(a)), 下层地壳受重力驱动 

掉入地幔, 引起回返流的地幔上涌(图7(b)), 熔融的地壳和地 

幔物质共同构成富K的花岗岩, 形成了克拉通(图7(c)).  
尽管星体碰撞假说解释了克拉通只能在太古代形成的 

原因, 但是大陆壳成因的研究, 目前只能说是处于争论期间, 
撞击说只是新提出的一种假说. 比较多的是地幔柱成因说, 
最近在国内研究的基础上, 我国学者提出的主张也是地幔柱 

假说, 其中尤为强调洋底高原的作用 [91,92].  

3 宇宙比较: 太阳系行星的特色 

3.1 太阳系内外行星的比较 

比较行星学是地球与行星科学研究的重点, 不过比较对 

象主要是太阳系的内行星和月球. 近年来随着空天科技的发 

展, 将视野拓展到太阳系外的系外行星, 这才发现我们太阳 

系行星的特殊性.  
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我们其实是很难看见的. 除了太阳 

系的行星和月亮, 星空里看得到太阳系外的只是一小部分恒 

星, 因为能够发足够的光亮, 至于系外行星不但个体相对小, 
自己又不会发光, 目前系外行星的发现主要依靠间接方法. 
例如通过行星引起恒星运动速度的改变, 来推断行星存在的 

视向速度方法; 又比如依靠行星通过恒星前方遮挡光亮的原 

理来发现的“凌星”方法等. 尽管如此, 这些年来的探索成绩卓 

著, 已经发现并且确认的就有6000多颗系外行星 [93,94]. 系外 

图 7 星体碰撞产生克拉通的假说. (a) 巨型小行星撞击原始地壳; (b) 撞击导致地壳局部熔融, 下地壳滴落驱使地幔上涌; (c) 熔融的地壳和地幔 

物质共同产生富K的花岗岩 [90] 

Figure 7 The impact hypothesis of craton origin. (a) A giant meteorite impacting primary crust; (b) impact induced partial melts of crust, and dripping 
of the lower crust leads to mantle upwelling; (c) production of K-rich granites from melt crust and mantle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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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的数量惊人, 这6000多颗只相当于沧海一粟.  
回顾多年来的系外行星探索, 令人吃惊的发现还不是行 

星的数量之多, 而是我们太阳系行星系统的特殊性. 受观测 

方法的局限, 至今发现的系外行星系统多数只有1~3颗行星 

(图8(a)), 不像我们太阳系有八大行星. 但是也有行星多的系 

统, 如距我们40光年的红矮星TRAPPIST-1, 就发现有7颗行 

星, 都是半径比地球大2~3倍的石质星球(图8(b)) [95], 接着又 

发现上面有水, 只是相位不同: 靠近恒星的有水汽, 远点的有 

液态水, 更远的有冰, 其中有液态水的就处在“宜居带(habita
ble zone)”上(图8(b)的绿色环带), 有存在地外生命的可能 [94].  

有趣的是TRAPPIST-1行星的排列. 观测发现, 如果一个 

行星系统内有多个较小的行星, 它们的个体大小相差不大, 
各自轨道之间的距离也十分规则, 排列犹如“豆荚里的豌 

豆” [96]. 而太阳系八大行星不但体积悬殊, 木星比水星大两万 

多倍, 轨道的距离也极不均匀. 不但如此, TRAPPIST-1系统的 

7颗行星, 都拥挤地聚集在母恒星的身边; 而太阳系里从太阳 

到水星, 却是个空荡荡没有星体的空间(图8(b)). TRAPPIST-1 
行星的布局具有代表性, 比如Kepler-11是和太阳相似的恒星, 
距离我们2000光年, 周围有6颗行星, 尽管总质量不小于40颗 

地球, 轨道排列却极为紧凑, 几乎都在水星的轨道以内 [94,97].  
如果把30多年来发现的4500多个行星系统进行归纳, 就 

能更加突现出太阳系行星布局与众不同. 从已知系外星体的 

统计看, 一半以上的恒星都会有一颗以上的行星围绕, 但是 

与恒星的距离都很近, 而太阳系里水星轨道以内是星体物质 

的空缺带 [97](图8).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福音, 正因为和太 

阳有相当距离, 地球表面的水才能够固、液、气三相转换, 
处在适于生命存在的“宜居带”, 如果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也和 

多数系外行星那样接近, 液态水早就汽化蒸发, 陷入金星那 

种失控的温室状态. 然而太阳系这种特殊性又是如何产生的 

呢? 推断是行星大迁徙的结果.  

3.2 太阳系行星改组与演变 

在人们的常识里, 天文因素似乎是永恒不变的. 日月星 

辰, 开天辟地以来就在那里. 几十年来天文学的进展使人们 

大开眼界: 太阳系的行星其实都不是在原地产生, 我们今天 

看见的八大行星排序, 是当年行星大迁徙的结果, 这也正是 

太阳系行星与众不同的原因, 而其中带头“闹事”的星球, 就 

是木星.  
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虽然质量还不到太阳系的千 

分之一, 却是太阳系其他行星质量总和的2.5倍, 相当地球质 

量的318倍, 在太阳系里举足轻重. 近十多年来学术界普遍接 

受了木星“大掉头(the grand tack)”或称“大迁移”的假说, 认为 

木星在太阳系里先进后出, 改变了行星的布局. 换句话说, 现 

在的内行星都不是“头胎”的“原生”, 而是木星内侵后第二代 

的产物 [97].  
现在推测, 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几百万年里, 木星和土 

星率先从原行星盘形成, 而在气体为主的原行星盘里, 大行 

星很容易被气体驱动而发生轨道位移(planetary migration). 

图 8 太阳系与系外行星轨道的比较. (a) 系外行星运行轨道分布的统计. 每个圆圈表示一颗行星, 大小反映其半径, 颜色反映系统内行星的总 

数(1、2、3和≥4颗), 与恒星的距离用对数坐标表示. 为与太阳系比较, 黄圈表示太阳直径的10倍, 彩色细环表示内行星的运行轨道 [97]; (b) 
TRAPPIST-1地外行星系统(上)及其与太阳系(下)行星轨道的比较, 绿色环带表示宜居带(据NASA Exoplanet Exploration) 
Figure 8 An orbital comparison between solar vs extrasolar planets. (a) Orbital distribution of solar and extrasolar planets. The sizes of the individual 
points represent the physical radii of the planets, which are color-coded in accordance with multiplicity (1, 2, 3 and ≥4 planets). The radial distance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the figure represents a logarithmic measure of the planet-star distance. The orbits of the terrestrial planets are also shown as colored 
circles, and the yellow circle marks ten times of solar radius [97]. (b) Planetary orbits of the extrasolar TRAPPIST-1 system (upper panel)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ur solar system (lower panel). Green color indicates the habitable zone (after NASA Exoplanet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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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动力学模型表示, 这些大行星经过两个阶段的移动: 先 

是向里朝着太阳移动, 从>5AU推进到~1.5AU, 后又向外背着 

太阳外移, 把天王星和海王星赶向远处. 木星的先进后出, 被 

称为“大掉头”(图9) [98,99]. 木星大掉头的假说, 成功地解释了 

太阳系行星的特殊性, 即解释了为什么太阳系类地行星那么 

小, 为什么<0.4AU以内没有任何行星 [97].  
具体说, 木星通过和气体星云盘的重力相互作用交换角 

动量, 将气体逐出自己的运行轨道而形成了空挡, 使得木星 

本身开始内移(图9(a)). 木星的内侵引起星子的共振, 使得星 

子相互碰撞并且粉碎(图9(b)), 当星子粉碎到100 m以下, 就会 

落到太阳上, 促使第一代产生的初级行星随之并入太阳(图9 
(c)). 这样, 木星的入侵扫清了太阳附近的星云, 留下气体缺 

乏的空间以便形成现在的内行星(图9(d)) [99]. 这就是说, 正是 

木星的内侵, 将太阳系近端原有的行星记录一笔勾销. 相比 

之下, 系外的行星系统往往拥有大小十倍于地球的“超级地 

球(super-Earth)”在恒星附近运行, 大行星的运行轨道也与恒 

星近得多, 所谓“热木星(hot Jupiter)”和恒星的距离通常只有 

水星距日的1/10. 所以说, 正是木星大掉头导致太阳系行星系 

统的大改组, 才为我们地球提供了“宜居”条件的前提.  
今天的太阳系, 就是这些早期演化的结果. 就三颗大小 

相近的内行星而言, 金星与地球的成分相似, 而火星的质量 

只有地球的1/9. 由此推论, 火星原来产生的位置应当在现在 

的小行星带, 是“木星大掉头”之后清除了部分星子, 使得形成 

的火星的质量不大 [98,100].  
至于外行星, 现在木星、土星、天王星的偏心率和轴倾 

角都太大, 说明都经过转轨. 正是木星、土星的轨道共振变 

化, 激发了太阳系内的运动, 既驱动了星子也使得自身内迁, 
尤其是冥王星被土星赶出去, 在行星迁移中越过了天王星, 
甚至到了柯伊伯带(图2) [101]. “木星大掉头”引起了太阳系内 

部的大动乱, 推想这场大动乱的影响, 直到30多亿年前的“晚 

期大轰炸”方才结束(见2.4章节).  
柯伊伯带位于太阳系原始星盘的外围, 距离太阳约45亿 

公里以上. 目前估计那里的天体数量很有可能超过10亿颗, 
其中直径超过100 km的小行星有可能高达35000颗. 太阳系 

里短周期(轨道周期小于200年)的彗星族群, 比如最典型的哈 

雷彗星, 都来源于柯伊伯带, 目前发现会访问太阳的彗星已 

有约600颗. 最远的冥王星曾是“太阳系九大行星”的成员, 但 

是毕竟个头太小, 质量约为月球的1/6, 只能算作矮行星. 这是 

颗石质星球, 10年前经过“新视野号(New Horizons)”探测器的 

近距离探测, 得知冥王星发育独特的冰冻火山, 爆发时喷出 

的是冰而不是岩浆 [102,103].  

3.3 行星运行轨道与气候周期 

影响地球气候的地外因素,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太阳演变 

及其活动周期. 不久前对“日地空间系统”已经有文献[104]进 

行过系统阐述, 这里的讨论聚焦在行星上.  

由于角动量守恒的缘故, 天体都在旋转, 而旋转轴的角 

度和轨道则是星体演化的结果. 可以推想, 今天太阳系行星 

的自转的角度就是“木星大掉头”撞击形成的格局. 地球自转 

轴的倾角(地质界通称斜率)是23.5°, 而天王星有98°, 就好像 

在公转轨道上“打滚”; 而金星干脆反向转动, 所以能看见太阳 

从西边出来 [105]. 这些都是撞击的结果, 但是天体的转动角度 

及其变化周期都是在变的. 当前地球自转的斜率23.5°是个平 

均数, 其实是在22.2°和24.5°之间摆动, 每41000年一个周期, 
不过这周期也是随着月地关系而发生变化, 从前月球离地球 

近, 斜率的变化周期也短, 10亿年前只有3万年、15亿年前也 

才2万年 [106]. 火星当前的斜率25.2°与地球相似, 但其倾角在 

历史上曾经历过显著变化. 根据火星冰盖上的层理推算出, 其 

轴倾角近8000万年里在11°~49°之间发生过大幅度变动 [107].  
20世纪提出的米兰科维奇学说就是从轨道周期入手, 为 

地球演变历史提供了定量研究的切入点, 然而当时依据的地 

质记录只有几十万年, 局限性很大. 随着高分辨率的地层长 

图 9 木星“大掉头”和太阳系内行星的形成 [99]. (a) 木星开始向内迁 

移; (b) 木星内侵引起星子相互碰撞; (c) 第一代初级行星并入太阳; 
(d) 其毁灭所留下的物质, 使石质行星得以形成 
Figure 9 Jupiter’s “Grand Tack” and formation of the inner part of the 
Solar system [99]. (a) Jupiter starts to migrate inward; (b) Jupiter’s 
migration causes the planetesimals to collide with each other; (c)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lanets are carried into the Sun; (d) their destruction leaves 
behind material out of which the terrestrial planets can be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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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的大量涌现, 当视域已经拓展到亿年的等级时, 开始看 

到地球轨道周期还有更加长期的变化. 原来所说的三项轨道 

参数, 地球自转岁差和斜率受月地关系影响而很不稳定, 20 
亿年前月球离地球近得多, 因此岁差(现在2万年)和斜率周期 

(现在4万年)还都不到1.5万年, 与现今有成倍的差别. 唯独偏 

心率与月地距离无关, 是在木星和金星影响下决定地球公转 

的黄道圆不圆, 尤其是40万年的偏心率长周期在各项轨道参 

数中最为稳定, 即便相隔2.5亿年, 其不确定性也不超过 

0.2% [108].  
统观新生代6600万年演变历史, 发现40万年长周期才是 

贯彻始终的稳定主导周期 [109]. 从环境演变看, 好比是地球的 

“心跳” [110]; 从计时角度看, 犹如是地质学里的“钟摆”, 可望成 

为地质计时的基本单元, 目前已经在天文年代学里推荐使 

用 [111]. 再往前看, 甚至13亿年前我国中元古代地层中, 也能 

发现偏心率长周期的节奏 [112].  
在40万年之上, 还有跨度更长的轨道周期. 比如受火星 

的影响, 40万年长偏心率的变幅还受240万年的超长周期 

(grand cycle)调控, 但是在2亿年前的侏罗纪, 这240万年周期 

缩短到160万年, 反映出火星-地球系统发生了变化 [113,114]. 超 

长周期远不以240万年为限, 比如更长的还有3600万年的周 

期, 可能是太阳系在银河系里的位移, 造成宇宙射线变化的 

结果 ,  而这类超长周期还和全球海平面变化的周期相对 

应 [115]. 导致地球轨道变化的不仅是天文因素, 比如全球海平 

面变化的三级旋回, 在中生代暖室期对应240万年偏心率, 到 

了晚新生代冰室期却对应120万年的斜率超长周期 [116], 很可 

能是反映了地球系统自身运作机制的演变.  
从天文角度看, 超长周期变化反映的是太阳系的混沌 

(chaos)行为. 牛顿-开普勒定律是讲单个行星和太阳双体之 

间的关系, 但是太阳系里有着众多的星体, 初始条件的微小 

差异就足以引发轨道不可预测的“蝴蝶效应”, 这就是太阳系 

的“混沌”. 从轨道的长期演化看, 太阳系里外行星最为稳定, 
内行星尤其是水星最不稳定, 因此通过天文计算将行星轨道 

的变化上推, 只能到5000万年为止 [117], 更加久远的变化需要 

依靠地质记录来反推算天文周期, 上述火星2亿年前对240万 

年超长周期的干扰便是一例.  
在相关研究中, 最具系统性的成果之一是对美国东北晚 

三叠世–早侏罗世湖相地层的研究, 科学家从中计算出两亿 

多年(233~199 Ma)前内行星近日点进动的确切数据, 运用地 

质资料追踪太阳系的混沌变化, 建立了“地质的太阳系运行 

仪”(Geological Orrery) [113]. 在大量资料积累的基础上, 2020 
年欧洲研究理事会建立了“天文地质学”(AstroGeo)项目, 国际 

合作共同追溯中生代地层的轨道周期, 翻开了用地质记录追 

溯太阳系历史的新篇章. 当然, 这种“天地结合”的探索目前 

还很不成熟, 以40万年时长内的偏心率演化来说, 在太阳系 

的长期共振下也会失去稳定性 [118], 因此将轨道周期用作度 

量深远地质年代的标尺, 还是有待进一步推敲的问题 [119]. 可 

恰好是新方向起步阶段学科之间的争论, 为科学创新提供了 

突破空间.  

4 生命起源: 宇宙演化新阶段 
“天地结合”联合探索的前沿课题之一, 是生命的起源. 半 

世纪前, 人类对寻找地外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美国NASA 
接连发射太空探测器, 带上刻有人类信息的镀金盘片, 指望 

与“外星人”建立联系 [120]. 但是太阳系外的星球太远, 探测器 

想要抵达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 至少还要两万多年, 而人类 

文明至今只不过几千年. 比较现实的途径, 是从太空观测中 

寻找地外生命的线索, 包含两个条件: 星体和有机质. 一方面 

生命只能在石质的行星或者卫星上生存, 而且运行轨道要处 

在有液态水的宜居带 [121]; 另一方面, 太空里还得要有能合成 

生物体的有机质. 正是在这两大方面, 空天科技取得了出人 

意外的进展, 首先来看石质的类地行星.  

4.1 类地行星的形成条件 

研究系外行星, 重点在于类地行星. 据估计, 22%的恒星 

在其宜居带里会有石质行星, 仅银河系就有1000亿颗恒星, 
也就是说会有220亿颗类地行星 [122]. 至于全宇宙, 看得见的 

星系估计就上千亿, 其中恒星、行星的总数多得不可思议, 
但是真要寻找宜居行星却并不容易.  

银河系里的行星从小到大可以分为四类: ①�少量的类地 

行星, ②�比地球大比海王星小的“超级地球”, ③�相当于海王 

星、天王星大小的类海王星, ④� 木星大小或者更大的类木 

星. 据观测到的5000多颗系外行星统计, 与地球相当或者略 

小的类地行星只占3%, 其他三类行星类型的比例则大致相 

当 [123]. 其中后两者都是气态星球, 只有“类地行星”和“超级 

地球”才是石质的, 可以承载生物圈.  
在太空里形成石质星球并不容易, 因为宇宙大爆发产生 

的几乎全是氢和氦, 与地球这类石质星球的成分迥然不同(图 

10(a)). 占石质星球主体的铁、硅、氧等都需要在恒星里, 通 

过从氢开始层层递进的核聚变形成, 同时散发能量, 犹如“老 

君炉”炼丹那样“烧”出比氢、氦重的元素(图10(b)), 但是只能 

到铁为止, 更重的元素只能等到超新星爆发才能产生(图10 
(c)的黄色), 这也是星际尘埃的重要来源 [124].  

近年来寻找石质行星的努力, 颇有斩获. 通常将半径介 

于0.5~2倍地球半径之间的行星归类为类地行星, 而将半径超 

过2倍地球半径的行星称为“超级地球”. 二十年前发现的首颗 

超级地球, 是围绕主序星Gliese 876公转的系外行星Gliese 
876d, 质量是地球的7.5倍, 轨道周期只有两天, 表面温度高 

达430~650 K, 因而不能有液态水存在 [125]. 有些“超级地球”真 

的和地球有点相似性, 比如红矮星LHS 1140周围, 2017年发 

现了一颗离我们才40光年的“超级地球”LHS 1140b. 这是颗 

石质行星, 半径是地球的1.43倍, 质量是地球的6.6倍, 接受恒 

星的辐射热不到地球的一半, 推测表面很可能有液态水,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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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宜居带”内 [126]. 最近发现的“超级地球”TOI-715b, 直径是 

地球的1.5倍, 质量是地球的3倍, 轨道周期19天, 与恒星的距 

离是地球与太阳距离的1/12. 由于距离地球只有137光年, 又 

处在宜居带内, 也是一颗大有探测前景的系外行星 [127].  
类地行星和“超级地球”都可以与地球相似, 但是也会有 

惊人的特殊性质. 距离地球400光年的Kepler-78b, 体积是地 

球的1.2倍, 质量是地球的1.7倍, 然而离恒星太近, 比水星和 

太阳的距离还短40倍, 表面温度远高于2000 oC, 呈现出“熔岩 

行星”的模样 [128]. 更大的问题是“潮汐锁定”, 如果距离恒星太 

近, 就会像月球绕地球一样, 自转和公转的时间相等, 结果出 

现“阴”和“阳”两面的行星, 朝恒星的一面永远光亮, 反面永久 

黑暗. 2019年发现的超级行星LHS 3844b就是这样, 两个半球 

表面温差超过1000 K, 过分的温差导致过强的狂风, 使得厚 

层大气圈难以保存 [129]. 两半球的不对称不限于表层, 连岩石 

圈的性质也各不相同 ,  以至于火山活动也只限于一个半 

球 [130]. 总之, 寻找具有宜居性的石质行星, 还是个任重而道 

远的目标.  

4.2 地外有机物的发现与成因 

下一个问题: 太空里也能合成有机物吗? 2004年利用射 

电天文望远镜, 在靠近银河系中心的气体尘埃云中发现了最 

小的糖分子, 只有8个原子的乙醇醛(C 2H 4O 2), 而这正是有机 

合成的重要原料 ,  对生物体内RNA的形成有非常重要意 

义 [131]. 这项发现说明新生恒星的冲击波与周围尘埃和气体 

云碰撞时, 能够使星际云尘埃颗粒上的小分子发生化学反应, 
从而合成乙醇醛之类的有机分子 [132](图11). 后来天文界又在 

距离地球只有几百光年的恒星气体尘埃中, 观测到了糖分子.  
太空发现的有机化合物, 远不只是糖类. 靠近银河系中 

心的“中心分子区域(CMZ)”, 发现了甲酸乙酯、异丙基氰和 

丙烯氧化物; 几年前又发现了组成氨基酸的关键成分, 具有 

碳-氮双键的丙炔胺(C 3H 5N) [133]. 这些发现表明, 复杂的有机 

化合物在恒星形成区就可以产生, 因此在行星出现之前已经 

存在. 尽管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 但靠的都是光谱分析 

的间接方法, 太空有机物的直接证据来自陨石.  
1969年砸在澳大利亚默奇森镇(Murchison)的陨石碎片 

足有100公斤, 这批著名的“默奇森陨石”成了世界上分析研究 

最多的太空物体. 分析表明, 陨石中含有的有机物种类很多, 
包括氨基酸、脂肪烃、芳香烃、富勒烯、羧酸、羟基酸、 

醇类、磺酸、膦酸等. 尤其是发现了核碱基嘌呤和嘧啶, 这 

都是组成DNA和RNA的构件 [134], 对其中碳同位素含量分析 

的结果, 显示这些化合物并非来自地球, 确实是原始星云里 

的产物. 更加惊人的发现来自陨石中的碳化硅颗粒, 测年结 

果竟有70亿年, 比太阳的46亿年还要早二三十亿年 [135]. 可见, 
构成太阳系星球的原始星云里, 已经早就有组建生命的有机 

物存在. 如今陨石有机物的研究正在加速发展, 比如几年前 

在陨石中发现了组建RNA的核糖 [136], 又一次说明地球形成 

之前, 已经有太空的有机物输入, 为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准备 

了条件.  

图 10 天体的元素成分和来源. (a) 地球化学元素的特殊性; (b) 恒星内元素的“燃烧”聚变; (c) 化学元素周期表中不同元素的来历 
Figure 10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elestial bodies and their origin. (a) Specifics of the terrestrial chemistry; (b) nuclear fusion of heavier elements in 
stars; (c) origin of elements in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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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主要来自小行星, 如果直接到小行星上去探索有机 

质, 岂不是更加接近有机物演化的源头吗? 2014年日本发射 

“隼鸟2号”探测器, 于2018年到达龙宫小行星进行探测, 成功 

采样后于2020年12月6日返回地球, 回收舱降落在澳大利亚 

南部沙漠地带. 样品分析发现了碳、氢、氧、氮、硫等组成 

的许多种类的有机质, 其中有15种氨基酸, 包括甘氨酸、丙 

氨酸、α-氨基丁酸等, 这是氨基酸在地球以外的首次发现. 
有趣的是氨基酸分子的旋向, 地球上生物的氨基酸都是左旋 

的, 而龙宫样品的氨基酸左旋和右旋几乎相等, 证明了太空 

合成有机质与生命活动的产物不同. 龙宫样品中另一大类有 

机质是芳香烃, 包括烷基苯、荧蒽、嵌二苯, 表示龙宫上可 

能有过热液活动, 此外还有羧酸和含氮的杂环化合物等 [137]. 
另外一个意外发现是在样品中检测出尿嘧啶, 这是核糖核酸 

RNA特有的碱基. 此前, 嘌呤碱基和尿嘧啶这些遗传必需的 

物质曾经在陨石中发现过, 这次在小行星中的发现, 又一次 

支持了生命物质宇宙起源的假说 [138].  
除了小行星, 彗星也是形成太阳系的星云留在太阳系外 

圈的残迹. 2014~2016年, 欧洲航天局成功完成了“罗塞塔任 

务(Rosetta Mission)”, 将菲莱探测器释放登陆在高速运行的 

彗星上进行观测, 同样发现了大量有机物质, 再次证明了早 

在太阳系形成的初期, 已经可以有来自太空的有机物, 作为 

地球上产生生命的前奏 [139].  

4.3 生命是宇宙演化的产物 

从星际云到彗星, 从陨石到小行星, 接二连三的有机物 

发现, 直接冲击了地球人关于生命起源的传统观念. 一二百 

年来, 学术界都是在地球上寻找生命起源的理论和证据, 从 

达尔文的“原始汤”到近年来的“深海热液”说, 都以为生命起 

源的过程在地球上发生. 可是既然构筑生命的材料可以在太 

空产生, 是不是也能进一步产生生命?  
学术界30年前一个重大冲击波来自火星. 1996年Science 

上发表了题为“在火星上找化石”的文章 [140], 宣布火星上可能 

有微生物, 依据是南极的一块火星陨石. 陨石在南极雪白的 

冰盖上特别显眼, 但是来自火星的陨石却十分罕见, 在南极 

两万多颗陨石里只有15颗. 这颗编号ALH84001的陨石采集 

于1984年, 在研究中用10万倍放大发现了类似细菌的化石. 
火星的发现震动了世界, 尽管对于陨石的微生物化石还有过 

争议, 新世纪各国接二连三的火星探测器, 却已经指明现在 

的火星上应当还有液态水, 发现在距今约35~41亿年前的火 

星 “ 诺 亚 纪 ( N o a c h i a n ) ” 出 现 过 化 学 合 成 的 厌 氧 微 生 物  

群 [141,142], 而且不能排除生命在地下形成的可能性 [143].  
尽管地外生命的直接证据还在寻找, 却为我们的研究方 

向提出了根本问题: 如果地外也有生命, 只在地球上寻找生 

命起源是不是合理? 最初的地球生命会不会来自火星 [144], 或 

者其他的星球? 值得注意的是地球上生命演化的历程, 在时 

间上有着不合理性. 如果来看生命演化的时间序列: 地球在 

46亿年前形成, 最早的化石距今36亿年; 然而最早的真核生 

物出现是在16亿年前. 这就是说, 从没有细胞核的原核生物 

到有细胞核的真核生物, 演化过程需要20亿年, 而生命从无 

到有的演化却只花了10亿年(图12). 从无机世界到生命起源 

应该是最难、最长的过程, 为什么花掉的时间反而比细胞核 

的产生短一倍呢? 对此学术界的一种解释是: 生命起源根本 

不是在地球上发生, 地球最早的生命来自地外空间.  
从宇宙大爆炸至今已经138亿年, 太阳系和地球的产生 

不过46亿年, 属于宇宙里的“晚辈”. 如果放在宇宙的大范围 

里来讨论, 最早的生命起源, 很有可能是在地球产生之前的 

90亿年里发生. 如果此说不谬, 生命起源的地点就落在地球 

之外, 生命产生也就成为宇宙演化的新阶段. 简单说来, 宇宙 

演化经过了几大阶段: 大爆炸以后用38万年合成了原子, 用4 
亿年产生了恒星、结束了宇宙的黑暗期, 开创了有机物合成 

的可能性, 那么此后又用了多少亿年才出现了生命?  
生命起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石质星球的形成. 最早的星 

球只能是气态, 由氢与氦组成, 石质星球的重元素有待恒星 

破灭和超新星爆发后产生(图10), 而石质行星和地球的众多 

重元素恰恰是太阳系的特点. 早在半世纪前就有人提出超新 

图 11 星际空间里糖类有机分子乙醇醛(C 2H 4O 2)的形成机制(据 

National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ory, 2004) 
Figure 11 Formation of carbohydrate organic molecules of 
glycolaldehyde (C 2H 4O 2) in intersteller space (After National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or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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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促使太阳系形成的假说 [145], 看来正是附近超新星爆发的 

冲击波, 使得太阳系气态星云崩塌, 同时也为太阳系带来了 

丰富的元素 [146,147]. 这样就提出了“宇宙的生命演化”问题, 生 

命起源的研究从地球推向了宇宙.  
既然类地行星只能在宇宙演化的后期产生, 在未来的宇 

宙里载有生命的星体应当更多, 因此说: 生命产生和发展是 

宇宙演化的新阶段, 而不是地球专有的问题. 可以设想随着 

时间的推移, 几十亿年后的宇宙里生命会越来越多, 分布也 

越来越广 [148]. 放眼太空, 处在演化不同阶段的天体上可能会 

出现完全不同的生物界, 你也许就不会奇怪, 为什么国外科 

学家会写出“宇宙动物园” [149]这样的书来.  

5 天地结合: 地球系统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倡导天文和地球科学相结合, 旨在揭示地球系统演 

变的外因, 是实现地球系统科学升级版的首项举措. 空天科 

技的飞速进展通常是科学新闻的亮点, 但是地球科学家在赞 

赏之余, 并没有用在本身研究的领域, 错过了“天地结合”的 

良机. 我们使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小行星带对地球的影响, 因 

为这是直接连接天文与地球科学的有效途径. 一项值得推荐 

的研究, 是小行星家族和地球高生产率时期的比较, 发现小 

行星母体裂解或者说家族形成的历史, 和地球上高生产率的 

黑色页岩和鲕状铁矿的堆积期, 有着明显的对应性 [30](图13), 
明确展示了地球表层系统变化的外因.  

鉴于观测的难度, 天文科学里争论的问题也许比地球科 

学更多. 人类登月颠覆了我们原来对地球成因的原有认识, 
但是月球成因究竟是靠一次还是多次撞击 ,  至今还在争 

论 [150]. 然而星体历史的比较, 极大地开阔了地球研究的视野: 
既然40亿年前火星的宜居性可以得而复失 [142], 那么地球是 

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命运, 地球的宜居性将能维持多久? 就大 

气而论, 内太阳系固态行星的原始大气圈都已经消失殆尽, 
现有的大气圈都是后来演化的产物 [151], 因此地球宜居性的 

前景, 有待从整个星球地球物理演化的角度探索其稳定性, 
这就提出了研究星球“比较宜居性(comparative habitability)” 
的新课题 [152].  

对科学界来说, “天地结合”是一项新挑战, 原来单一学科 

的方法不一定适用. 以中奥陶世事件为例(图6), 地质学家对 

挪威的地层进行高分辨率定年后发现: 小行星陨石的层位比 

大辐射开始晚了60万年, 比冰期开始晚了80万年, 从而认为 

“排除了小行星事件引发冰期和大辐射的可能” [153]. 其实这 

是一场跨学科讨论带来的误会: 天文和地球过程的尺度不同, 
从裂解产生的小行星家族到地球上降落陨石之间的时间差, 
需要用百万年计算; 再说作者只注意了肉眼能见的陨石, 忽 

略了微观的尘埃. 须知先要从小行星带转移为近地小行星, 
星体才有可能撞击地球, 而个头越大的星体走得越慢, 打先 

锋的通常是尘埃, 而导致地球冰期和生命大辐射的也正是尘 

埃而不是陨石, 因此陨石层出现在环境突变事件之后, 并不 

值得奇怪.  
我国的科技队伍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无论空天科学还是 

地球科学都是成果卓越、英才辈出, 可惜在两者交叉的领 

域却留下大片的空白. 就我国的科技实力而论, 只要经过提 

倡和促进, “天地结合”一定能够旗开得胜, 取得成功. 需要充 

分估计的是大幅度学科跨越的难度, 非但研究方法、探索 

图 12 宇宙演化与生命起源 
Figure 12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and origin of life  

图 13 小行星家族形成和地球上黑色页岩、鲕状铁矿分布的比较, LCPB指L-球粒陨石母体的崩裂 [30] 

Figure 13 The history of asteroid families compared to black shale and ooidal ironstone occurrences on the Earth. LCPB: L-chondrite parent-body 
breaku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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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连同时空尺度和学术用语也大不相同. 为此, 建议从 

小到大逐步推进, 先在国内起步, 精选适当课题组织小范围 

的交流, 逐步扩大到国际范围; 同时要发挥我国组织能力的 

优势, 由主管部门有意识地加以扶植与支持. 相信在多方共 

同努力下, “天地结合”的新一代成果在不远的将来便将脱颖 

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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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驱动地球演变的地外因素——地球春秋之二” 

External forcing to the Earth system evolution—Odyssey of the 
Earth II 
Pinxi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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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pxwang@tongji.edu.cn 

Just as understanding national history requires a global context, studying Earth’s evolution must account for extraterrestrial 
factors.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cent decades has enabled an unprecedented 
convergence of astronomy and Earth sciences. The time has come for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of extraterrestrial processes 
as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 system. 

During Earth’s formation, the early Solar System was highly unstable ─ a fact evidenced by the impact origin of the 
Moon. Later in Earth’s history, the asteroid belt became the dominant source of instability affecting our planet. The most 
noticeable phenomena are impact events caused by extraterrestrial bodies, reflecting how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asteroid families influences Earth’s environment. Indeed, many major climate transitions throughout Earth’s history were 
driven by such extraterrestrial events. An example is the Chicxulub crater in Mexico, which records the impact event 66 
million years ago that led to the mass extinction of dinosaurs. Beyond surface craters and meteorites, dust produced by 
collisions within the asteroid belt can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 climate and the biosphere as revealed by geochemical 
signatures in geological records. While the efforts of locating meteorites and impact craters will continue, emphasis should 
also be placed on geochemical methods ─ particularly trace elements and isotope analyses. 

The detection of numerous exoplanets has highlighted the distinctive architecture of our own solar system. This 
uniqueness stems from an early solar system event known as the Jupiter’s “Grand Tack”, which positioned Earth and other 
inner planets within the “habitable zone” and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 asteroid belt. Although the era of major 
planetary migration has ended, chaotic gravitational interactions among Solar System bodies continue to affect Earth’s 
climate through orbital variations. This has inspired an emerging research direction: reconstructing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celestial motions from geological records. 

Another major discovery is that organic molecules can be synthesized directly within interstellar nebulae, implying that 
life may not have originated on Earth. It is plausible that the emergence of life represents a new phase in cosmic evolution, 
with origins potentially beyond our planet. Perplexing, life appeared on Earth roughly a billion years after its formation, yet 
the evolution from prokaryotes to eukaryotes—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ell nucleus—took additional two billion years. This 
irregular pace of evolution seem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rough terrestrial processes alone, making an extraterrestrial origin of 
life a compelling alternative. 

We believe that deeper integration of astronomy and Earth will form a cornerstone of the “upgraded Earth system 
science”. However, bridging the considerable gap between these disciplines poses immense challenges. They differ 
profoundly in spatiotemporal scales, methodologies, and even terminology. A phased approach is therefore 
recommend ─ starting with small-scale projects and workshops to fertiliz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achieving transformative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in uncovering the roles of extraterrestrial forcing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 system. 

asteroid belt, impact events, Jupiter’s “Grand Tack”, “chaos” in Solar system, extraterrestrial origin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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